	王国维先生尝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此语尤适用于20世纪的南戏研究。南戏研究始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3），但世纪初的王国维可以凭藉的戏曲文献极其有限，所以《宋元戏曲史》有关南戏的论述不能不留下许多缺憾。二十年代以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1920）、《南曲九宫正始》（1936）等相关南戏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献相继被发现。三十年代的南戏研究者钱南扬、赵景深、冯沅君等充分利用当时新发现的文献，他们得出的结论已明显超越《宋元戏曲史》的相关论述。建国后，嘉靖抄本《蔡伯喈》（1958）、成化本《白兔记》（1967）、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1975）以及大量梨园抄本、戏曲选本被陆续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的南戏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因得有长足进步。我们可以说，20世纪南戏研究每一阶段的进步都与新文献的发现和利用密切相关。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拟就新文献的发现及其对南戏研究的推进做简略陈述。
20世纪前半叶，南戏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发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南曲九宫正始》和《寒山堂曲谱》。
《永乐大典》“戏”字韵下，即自卷13965至卷13991，总计收南戏33种，但《永乐大典》明亡之际已散失，其副本也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或毁于战火，或被劫国外。1920年，叶恭绰先生游欧时，在伦敦小古玩店意外发现幸存的第13991卷，内收戏文《张协状元》、《小孙屠》和《错立身》等三种戏文。这三种戏文均不分出，无出目，剧本首前标“题目”，如《错立身》剧首标“题目”为：“冲州撞府妆旦色 走南投北俏君郎 戾家行院学踏爨 宦门子弟错立身”。叶恭绰先生将残存的这三种戏文购回后，该书曾长时间藏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1931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据《永乐大典》残存的三种戏文排印发行。《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发现后，引起南戏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钱南扬先生校注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是目前三剧最精审的校定本。
南戏研究首要的问题便是“南戏之时代”。关于南戏的形成时代，据明人的说法，主要的有两说：一说“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1119－1127）”（祝允明《猥谈》），一谓“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天池道人《南词叙录》）。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对南戏的看法是：“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1］但从《宋元戏曲史》的章节安排看，南戏一章则被置于元杂剧之后——这客观上制造了一种结果：南戏似乎是晚于元杂剧的。王国维所以有此安排，因为“元”杂剧有《元曲选》和《录鬼簿》在，历历在目，无可辩驳；而“宋”南戏则文献阙如，未足征信。在文献未足的情况下，王国维没有因明人文献中有“出于宣和之后”或“始于宋光宗朝”之类的话而将南戏的形成断定为“宋”，其审慎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可靠的证据，使南戏“古于元杂剧”成为不可动摇的判断，这在王国维1927年去世之后才成为可能。《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完整存在，为“南戏之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其中的《张协状元》，钱南扬先生认为是南戏初期的作品，“当出宋人手无疑”。［2］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发现是重要的，但毕竟仅是孤零零的三种戏文，从南宋的《张协状元》到元末高则诚的《琵琶记》，除元明两代留下的一些戏文名目外，我们仍然缺少足够的文献依据来弥补其中间过渡的环节。所以《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发现后，赵景深、钱南扬先生不约而同地根据现存曲谱、曲选等著作从事南戏辑佚的工作，赵先生成《宋元戏文本事》（上海：北新书局，1934），钱先生成《宋元南戏百一录》（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4）。二人的工作是分别进行的，赵先生辑得50种，钱先生辑得46种，去其重复和误收者，二人合得56种。但南戏辑佚的工作并不止于此，《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出版之后，《南曲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相继被发现，则为南戏辑佚的工作开辟了新的天地，从而为真正弥补“中国戏曲史上一个失去的环节”提供可能。
《南曲九宫正始》，全称《汇篡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由明末清初人徐于室、钮少雅共同编订。王国维撰写《录曲余谈》时曾注意到《南词定律》提及的这部“明钮少雅《曲谱》”［3］，但无从得见原书。二十世纪最早提及《南曲九宫正始》的为民国时著名藏书家董康。董氏1927年东渡日本避身，其在日本著成的《书舶庸谭》述及此书，《书舶庸谭》卷四日记（1927年4月28日）有云：
余行箧中藏有《汇篡元谱》一书，为茂苑徐于室撰，乃纠正明沈词隐《南九宫谱》之失，援证淹博，当推曲谱第一，中引元时传奇约一百余种，曩时曾录一目，未识夹置何处。且附唐《骷髅格》三十余调，每调分句读平仄，并点拍板，志以圆圈，累累如骷髅，故有是名或作歌楼格，各调岁习今名，于时谱迥别。内藤见之，诧为秘笈，即以此赠之，以作纪念。［4］

此后，《九宫正始》引起郑振铎等戏曲研究者和藏书家的密切关注。1936年5月，陆侃如、冯沅君等在北京书肆发现《九宫正始》全帙，喜出望外，遍召友人集资购下。原书本不分卷，冯沅君为之釐订成五十卷，是年交戏曲文献流通会影印出版，使之成为一般研究者易见之曲谱。
《南曲九宫正始》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冯沅君先生在《南戏拾遗•导言》中曾将《南曲九宫正始》的文献价值归为五点，即“可借以辑已佚的元剧”、“可借以校明剧”、“可借以校辑散曲”、“可借以正曲律”、“可借以得其他史料”。［5］但此书最主要的价值则在南戏的辑佚，《南曲九宫正始》之所以引人瞩目，主要在其自我标榜的“元传奇”，其卷首《臆论》“精选”条云：
词曲始于大元，兹选俱集大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套数、原文古调，以为章程，故宁质毋文。间有不足，则取明初者一二以补之，至如近代名剧名曲虽极脍炙，不能合律者，未敢滥收。［6］
据此，《南曲九宫正始》所引之戏文皆为元至正前的“元谱”，其文献之珍贵自不待言。［7］首先利用《南曲九宫正始》进行南戏辑佚工作的是冯沅君先生，她与陆侃如先生合编的《南戏拾遗》（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6），所得南戏剧目在赵、钱合得的56种之外，骤增至128种，多出72种，而且在佚曲增补方面，在赵、钱的基础上也有很大进步。
《南曲九宫正始》发现之后，《寒山堂曲谱》也若隐若显地露面。《寒山堂曲谱》的编者张大复为明末清初著名的传奇家，与《南曲九宫正始》的编订者之一钮少雅相交甚厚。1933年12月，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文最早提及此书，文中述及傅惜华在北京琉璃厂曾获一册称为“《元曲备考》”的书：
署“寒山张心其汇集”，末有“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朔旦九程录”字样，未知九程为何人。这一册仅载【犯调】，似非全书。然其可与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徐于室、钮少雅的《南九宫正始》同为重要的研究“南戏”的资料，其中录寒山子作特多（寒山子即心其），自是他处所不见者。［8］
1947年，叶德均发表《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一文，将张大复《寒山堂曲谱》列为两大发现之一，并且说：
张氏曲谱自《南词定律》“自序”一提以后，从来无人注意。战前郑西谛先生题为《南词便览》的手稿残本四册，北方傅惜华得到九程的钞本《元词备考》，孙楷第也得到残钞本四册。民国二十七年冬李木斋旧藏书籍散出，伪北京大学以四十万元得其全部；但不知怎样又有许多书籍流到书肆，曲谱便是其中之一。这书终究为霍氏所得。书凡六册，写本，卷首题：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9］
此后，赵景深先生也先后撰写《元明南戏新资料》、《元代南戏剧目和佚曲的新发现》两文对《寒山堂曲谱》予以介绍［10］，认为此谱有三种钞本，即李盛铎藏本、北京大学藏本（原为孙楷第先生所藏）、傅惜华藏本（赵景深先生有转录本），“此谱的重要性即在于保存了不少较早的剧目和佚曲”，所以值得重视。［11］

《寒山堂曲谱》发现后，之所以一直扑朔迷离，令人难明其究竟，主要原因是在《寒山堂曲谱》之前，张大复曾先后编辑过《南词备览》、《元词备考》、《词格备考》等三种曲谱，这本易混人耳目，而世传《寒山堂曲谱》又存在两种差别较大的的钞本：一为五卷残本，内题作《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另一种为十五卷残本，题作《寒山曲谱》（北京大学藏孙楷第赠本），或作《张大复曲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转抄本）。从编辑时间看，五卷残本在前，十五卷残本在后，后者为前者的修订本。［12］
《寒山堂曲谱》（五卷残本）最值得注意的其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以及戏文名目下所录的说明性文字。这个“谱选总目”披露了一些他书未见的早期南戏名目，有些剧目可与《南曲九宫正始》所称的“元传奇”相印证，而有些针对戏目的说明性文字则为南戏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如《金银猫李宝闲花记》下谓：“大都郑聚德著，业卜，字先觉。尚有《三十六锁骨戏文》，三十九出，福隆寺刻本。”《裴少俊墙头马上目成记》谓：“曲白俱美，必才人手迹也。大人已付梓，章丘李中麓公手抄本也。”《蒋世隆拜月亭记》：“吴门醫隐，施惠，字君美者。武林刻本已数改矣，世人几见真本哉？五十八出，按察司刻。”《周羽教子寻亲记》谓：“今本已五改，梁伯龙、范受益、王陵、吴中情奴、沈予一。”《杨德贤女杀狗劝夫记》谓：“古本淳安、徐田臣、仲由著，今本已吴中情奴、沈興白、龙犹子三改矣。”《唐伯亨》谓：“此本从里丈钮少雅处假来，前明内府官抄也。”《西池宴王母瑶台会》谓：“前明官抄本也，原题敬先书会合呈。”《习雪食毡忠节苏武传》谓：“此亦纽丈所假，只十五出，戏文之至短者也。”《开封府风流三十》谓：“此亦纽丈所抄本。”《子母冤家》谓：“明官抄，一笠庵假来。”《裴少俊墙头马上目成记》谓：“大人已付梓，章丘李中麓公手抄本也。”等等。这些文字为我们了解南戏作者、编改、抄刻以及流传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从各方面来看，张大复与钮少雅相交甚厚，确曾亲见一些早期南戏剧本，《寒山堂曲谱》也提供了不少南戏佚曲，许多可与《南曲九宫正始》等曲谱、曲选提供的曲词进行对比、校勘，但由于其所引之曲文多据后来的“明传奇”而不是其“谱选总目”列出的“元传奇”，所以新提供的佚曲资料较为有限［15］，故从南戏辑佚的角度看，《寒山堂曲谱》的文献价值远不能与此前发现的《南曲九宫正始》相比。最早利用该书进行辑佚工作的是钱南扬先生。1950年代，钱先生编《宋元戏文辑佚》时，曾从孙楷第先生处过录《寒山堂曲谱》残本。《宋元戏文辑佚》最终成为南戏辑佚的集大成之作，是与钱先生对《南曲九宫正始》和《寒山堂曲谱》的充分利用是分不开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有长足进步，不少重要的戏曲文物被陆续发现和公布，其中最值得称述的是嘉靖抄本《蔡伯喈》、成化本《白兔记》和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的相继发现。
嘉靖抄本《蔡伯皆（喈）》1958年在广东省揭阳县陈姓明墓中被发现（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棺椁中有《蔡伯喈》三本和《玉芙蓉》戏文两本份置于死者头部两侧，可惜《玉芙蓉》已被虫蛀净尽，《蔡伯喈》仅存“总本”上卷一册和“生本”一册。刘念兹先生认为，《蔡伯喈》原当有五本，即“总本”二本（分上、下卷）、“生本”一本、“旦本”一本和“末本”一本。［16］今存“总本”上卷存二十出，“生本”存十七出。这两个本子都是纸捻装订、锦纸抄写、字体大小不一的手抄本，中间舛误甚多，唱词旁还注有演奏及打板符号，没有分出（仅有“第四出”三字）、不标目，且以男主角为剧名。所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嘉靖抄本《蔡伯喈》当为艺人演出本，反映了当时《琵琶记》演出的一些客观情况。嘉靖抄本《蔡伯喈》发现后，最早撰文介绍的是赵景深先生，赵景深《谈明抄〈蔡伯喈〉》在1961年8月16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引起人们的注意。八十年代初，刘念兹先生即已基本完成嘉靖抄本《蔡伯喈》的校注，但后来书稿不幸丢失，至今嘉靖抄本《蔡伯喈》尚无完善的校注本。
1967年，成化本《白兔记》与另外十六种说唱词话在上海嘉定县宣姓明墓中发现。成化本《白兔记》为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刊刻，书题为《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成化本《白兔记》的外在形式引起研究者一致关注，剧本尚未分出，其开场形式与《永乐大典》本《张协状元》、世德堂本《拜月亭记》较为相似，皆较为繁缛。生、旦、净、末、丑、外、贴七种脚色齐全，但称呼混乱，如岳秀英有时标为“贴”，有时为“贴旦”，有时为“旦”。1972年成化本《白兔记》被上海书店收藏后，书店有关人员曾请赵景深先生予以鉴定。此后，赵景深、汪庆正曾在《文物》月刊1973年第1期、第11期先后撰文介绍。1973年上海市博物馆照原版样式将成化本《白兔记》连同另外十六种说唱词话影印百部以广流传，1979年又曾重印一次。
1975年12月12日，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在广东潮安县明墓中被发掘（后藏潮州市博物馆）。该书的封面朱书《迎春集》三字，里面为毛笔抄写，剧本全称《刘希必金钗记》。剧本为对折纸本，纸捻装订，共七十五页，每页八行，每行三十五字，总计四万余字。剧本后为锣鼓谱《三棒鼓》和《得胜鼓》，占一页；接着又是南散曲【黑麻序】“唱四季”，占两页。剧本藏于死者头侧，剧本末有“奉神禳谢弟子廖仲”八字。这说明墓中所葬为戏曲艺人，将自己珍爱的剧本作为随葬品。书中注明改编增订于明宣德六年至七年（1431－1432），剧本末页装订线旁有两行字，一为：“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卷终下”，一为：“宣德七年七月日在胜似梨园置立”。全剧分为六十七出，但缺少三十六、三十七和三十八出，书前封三写明这三出分别为“媒婆”、“太公”和“皇门”。《刘希必金钗记》的副末开场也较为繁缛，类似《张协状元》和成话本《白兔记》。1980年，赵景深最早发表《宣德抄本南戏〈金钗记〉的发现》一文（《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予以介绍。
嘉靖抄本《蔡伯皆（喈）》和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外最早的戏文抄本。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帮助下，广东人民出版社将这两种戏文连同牛津大学所藏嘉靖四十五年刊本（1566）《荔镜记》戏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金花女大全》（附《苏六娘》）、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九年（1581）刊本《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等三种戏文以《明本潮洲戏文五种》为名影印出版，使得五种珍藏的南戏剧本成为研究者们的易得之物。关于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刘念兹、陈历明分别有校注本，刘著为《宣德写本金钗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陈著为《〈金钗记〉及其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以后者较善。
由于嘉靖抄本《蔡伯喈》发现于大跃进时期，成化本《白兔记》和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都发现于“文革”期间，所以在当时都未能得到及时利用和研究。直到八十年代，随着学术研究渐入正轨，这三种戏文才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嘉靖抄本《蔡伯喈》、成化本《白兔记》和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之所以在南戏研究中显得较为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首先，这三种戏文抄刻时间较早，有利于我们认识早期南戏的结构体制和艺术形态。嘉靖抄本《蔡伯喈》、成化本《白兔记》和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三种戏文皆可以与其他文献进行比勘，便于查考各剧的版本源流及演变。嘉靖抄本《蔡伯喈》、成化本《白兔记》两种戏文皆未分“出”（《蔡伯喈》仅标有“第四出”三字），这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清陆钞本《琵琶记》的情况一样，这说明民间南戏剧本不分“出”的情况较为普遍，反映了民间南戏的演出是连场进行的，各场次间并无明显的时间中断（如近代的分“幕”），分“出”或标示“出目”对案头赏读是有实在意义的，但对于实际演出而言其意义则不大，故迟至嘉靖年间南戏在民间传抄或刊刻中，分“出”和标“出目”尚未成为主流样式。
其次，这三种戏文均是民间舞台脚本，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民间南戏演出的一些情况。如普遍受到研究者关注的《白兔记》和《刘希必金钗记》的颇为支离繁缛的副末开场，联系及更早些时候的《张协状元》，研究者们认识到：南戏的开场因“候客”或“静场”等原因一般较为繁琐，并非如《六十种曲》等明刊本反映的直入“正题”。《刘希必金钗记》全剧分为六十七出，但缺少三十六、三十七和三十八出，书前封三写明这三出分别为“媒婆”、“太公”和“皇门”。这客观上反映了这些出目可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可由演者临时“塞”入，现编现演，这在民间南戏的演出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第三，这三种戏文的相继出土也反映了南戏传播、编写等方面的客观事实。如有的研究者通过对《金钗记》剧本反映的典章制度、习俗以及情节内容等方面的事实，得出结论说：“《刘希比金钗记》也和其他许多早期南戏剧本一样，它不是一个时代和某一个作者的一时之作，而是历宋元明三代经许多民间艺人、书会才人的剧本的长期流传与演出过程中不断修改的结果。”［17］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以这三种剧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或作为重要材料来源，一系列重要文著相继发表，如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陈历明《读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札记》（《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孙崇涛《成话本〈白兔记〉与“元传奇”〈刘智远〉》（《文史》第20辑，1983）、俞为民《宋元南戏考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等。上述论著或着眼于南戏版本方面的源流演变，或立足于南戏结构体制的查考，或关注于南戏的演出、传播，它们在总体上推进了南戏的深入研究。
五十年代的“戏改”和八十年代《中国戏曲志》的编写都是在政府部门的直接领导下的、广大戏曲工作者普遍参与的重要工作。在这两项工作中，对各种地方戏传统剧目的调查、研究始终是工作中的重点，许多重要的一些“梨园抄本”也因此被相继发现和披露。这些“梨园抄本”的抄录年代距今多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择其要者，则有如下数种值得陈述：
1952年初春，王兆乾先生在安徽贵池刘街乡发现一部清光绪年间手写本《刘文龙赶考》，为清末著名的暖红室主人刘世珩故乡南山刘村的傩戏演出本。此后，他又在贵池发现和收集了十种刘文龙故事的剧本，这些剧本与《南曲九宫正始》所存《刘文龙》逸曲以及后来发现的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梨园戏《刘文龙》在故事情节、曲词等方面均有相近之处。［18］
1954年9月，山西万泉县（今万荣县）文化馆畅明生先生在该县百帝村发现四个道咸间艺人抄本青阳腔全本和两个零出，这四个全本是《三元记》、《黄金印》（即《金印记》）、《涌泉记》（即《跃鲤记》）、《陈可忠》。赵景深先生认为，“这应该说是中国戏曲史上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也应该说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新发现，使我们对于青阳腔有了更多的认识。”这四个全本“虽然是道咸年间的钞本，却可信为明代流传下来的戏曲。”[19]
1981年9月5日，福建戏曲研究所的刘湘如先生在闽东号称“万山之县”的屏南县龙潭乡老艺人陈官企家里发现一批清同治、光绪年间艺人手抄庶民戏剧本。剧目总计八十一个，除《别妃》、《贵妃醉酒》、《蒙正玩月》等九种规定用昆腔演唱外，其余被称为江湖古本的“七十二本头”包括《王十朋》、《白兔记》、《陈香破洞》、《杀狗》、《蔡伯喈》等。这些剧本每本都在二十出以上，有的多达三、四十出，其结构体制与早期南戏极为相似，首出由副末开场，念四句诗概括剧情，然后与后台对答，第一出都是生脚出场，最后生旦团圆。有些剧本与现存南戏剧本或逸曲有不少相近之处，如《虎扑岭》（即《崔君瑞江天暮雪》），共二十一出，存曲四十支，曲词与《南曲九宫正始》等曲谱所存也大致吻合。[20]
1986年冬，班友书先生在安徽省徽剧团资料室查寻岳西高腔残存剧目时，无意发现清钞本《水云亭》，扉页标题“云亭相会”，标题右小字注有“同治八年由王由生藏本”,存全剧共分二十七出，与流行的《米糷珍珠记》及梨园戏《高文举》皆有很大区别。班友书先生认为，从语言结构、风格来看为早期南戏体制，当为余姚腔的遗留。［22］
建国后发现的一系列“梨园抄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发现的莆仙戏、梨园戏的大批手抄剧本。1960年，福建省戏曲研究所建立“福建省戏曲历史调查组”，对莆仙戏、梨园戏进行全面调查，发现了上万本艺人手抄本（在十年浩劫中，这些抄本绝大部分已被烧毁，残留下来的仅有千本了）。如梨园戏“上路”班保存的俗称“十八棚头”的剧目，其中与《南词叙录》中“宋元旧篇”相同的剧目即有十二个，如《王魁》、《朱文》、《林招得》、《刘文龙》、《张协》、《蔡伯喈》等。如《刘文龙》剧，其上半保存在莆仙戏中，题为《刘文龙》；下半部保存梨园戏中，题为《刘文良》。两者合并，恰凑成完整的故事情节。最值得注意的是莆仙戏《朱文走鬼》。1953年，梨园戏老艺人许书美在晋江民间购得《朱文走鬼》一本，系清道光间钞本，剧本仅存“定情”（或称“赠绣箧”）、“试茶·续认真容”、“走鬼”、“相认”四出。剧本曲词与《九宫正始》所存《朱文太平钱》三支佚曲基本相同。据莆仙戏老艺人回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莆田戏班吟春楼曾经演出《朱文走鬼》，其出目有“喝茶”、“拾荷包”、“看神龛”、“拷女”、“走鬼”等，但剧本已佚。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辑的《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将大量莆仙戏、梨园戏等大量传统剧目收入在内，1999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陆续刊出。
五十年代以来相继发现的“梨园抄本”，绝非仅止上述，还有相当多的发现至今可能尚未公布和整理。这些“梨园抄本”的发现，为我们察考宋元南戏数百年来在中国民间的演变和传播提供可能,直接促成了南戏研究的深入。赵景深《戏曲笔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叶开沅、张世尧《婺剧高腔考》（东京：龙溪书舍，1983）、刘念兹《南戏新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福建戏曲研究所等编《南戏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吴捷秋《梨园戏艺术史论》（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4）等论著或论集，都直接或间接利用了这些“梨园抄本”，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当推刘念兹《南戏新证》和吴捷秋《梨园戏艺术史论》。
刘念兹先生六十年代初曾在福建戏曲工作者的帮助下，遍读了梨园戏、莆仙戏上万本艺人抄本，帮助整理了百万字的调查资料，1962年完成《南戏新证》初稿，八十年代初完成的《南戏新证》的全面修订。正如中华书局编辑部所评价的：“这在南戏研究中，可谓另辟一新径。”［23］《南戏新证》首先借助于现存的莆仙戏、梨园戏传统剧目，在南戏剧目考证方面获得重大进展，在南戏作品数量方面明显突过钱南扬《戏文概论》和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的统计。《南戏新证》提出，除长江流域外，泉州、兴化等福建沿海地区在南戏形成和传播中也有突出地位，这是立足实证而得出的结论。《梨园戏艺术史论》为吴捷秋先生数十年访今稽古、辛勤钻研的成果，在论证梨园戏作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启人思维的问题。
20世纪推动南戏研究的另一类发现为自海外流传回来的戏曲文献，特别是一些戏曲选本。1932年,傅芸子（1902－？）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在旅居京都的十年间，傅芸子遍访日本皇家宝库正仓院、内阁文库等公私藏书，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日藏中国文物古籍的文章。1939年,傅芸子先生发表《东京观书记》一文［24］，最早提及日本内阁文库所藏《词林一枝》（明万历间福建书林叶志元刻本）、《八能奏锦》（明万历间书林爱日华堂蔡正河刻本）、《玉谷新簧》（明万历三十八年书林刘次泉刻本）、《摘锦奇音》（明万历三十九年书林敦睦堂张三怀刻本）、《乐府南音》（明万历书林刻本）、《玄雪谱》（明末徽州书林黄子立刻本）等六种曲选和尊经阁文库所藏曲选《大明春》（一名《万曲明春》，明万历间福建书林金魁刻本），这些曲选在国内亡佚已久，故傅芸子的介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五十年后，1984年，在台湾王秋桂教授的主持下，大型戏曲丛书《善本戏曲丛刊》由学生书局陆续刊行，截至1987年共刊出六辑，内收戏曲选集三十五种，曲谱八种，精装成一百零四册。至此，分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及欧洲、中国的各大图书馆所藏曲选大部被集中影印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代以来，最为中国大陆学者所瞩目的主要是《风月锦囊》、《满天春》、《大明天下春》等几种曲选。《风月锦囊》现藏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圣劳伦佐图书馆，卷终牌记有“嘉靖癸丑岁秋月詹士进贤堂重刊”等字样，故此书初刻当在嘉靖癸丑岁（1553年）之前。《风月锦囊》实际包括三编，甲编主要为杂曲集，收流行时曲和戏曲唱段。乙编、丙编皆为戏曲选集，主要是嘉靖时流行之戏文的摘选。如《琵琶记》、《苏秦》、《刘智远》等，每戏选几十出、十几出或数出不等。乙编多数、丙编少数卷名中都有“戏式”二字，这表明乙、丙二编所收戏曲，皆为当时流行于舞台的演出本。《风月锦囊》原书当由葡萄牙传教士在明隆庆时在中国购得，献于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27－1598）。［25］从本世纪20年代，诗人戴望舒旅欧，曾获一见，并作《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一文，称该集为“天壤间孤本”。50年代后，港台学者因交往之便，得先睹此书，罗锦堂、刘若愚、王秋桂等先后撰写文章介绍。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彭飞、朱建明、孙崇涛、俞为民、黄仕忠等也分别撰文介绍、论述。1984年出版的《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将《风月锦囊》影印收入，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孙崇涛、黄仕忠笺校的《风月锦囊笺校》。这样，《风月锦囊》成为一般研究者易得之书。
《满天春》全称《新刻增补戏对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现藏英剑桥大学图书馆，卷末牌记曰：“岁甲辰翰海书林 李碧峰陈我含梓”，扉页嵌有“内共十八对俱系增补删正与坊间诸刻不同”等字样。据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教授的研究，《满天春》当刻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满天春》所载皆为梨园戏折子戏和戏曲唱段，包括《深林边奇逢》、《招商点成亲》等二十六出折子戏，有些折子戏的曲词、宾白完整，与乾隆二十八年（1763）始陆续刊行的昆班折子戏选本《缀白裘》基本接近。1992年，龙彼得教授将《满天春》与明万历时的两部曲选《精选时尚新锦曲摘对一卷》、《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三卷》（现皆藏于德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同时影印，以《明刊闽曲弦管选本三种》的名义由台北南天书局出版（199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曾予重印）。这三种曲选对于考察闽南南戏和南音的历史源流皆俱参考价值，故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辑的《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即将《满天春》等曲选收入在内。
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教授自六十年代开始，即集中精力于中国域外汉籍孤本、善本、石印本和手抄本的俗文学书籍的寻访，足迹遍及欧、美和东亚各国公私图书馆，取得许多令人敬佩的成绩。《精选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简称《大明天下春》）、《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简称《乐府玉树英》）、《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简称《乐府万象新》）等三种曲选即他在欧洲访问期间的意外发现。《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皆藏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乐府万象新》原书应为五卷，现仅存卷首序言、目录和卷一全部。卷首序有“皇明万历己亥岁季秋穀旦上浣之吉书于青云馆”等字样，故其刊刻当在“万历己亥”年（1599）或在稍后不远。《乐府玉树英》原书收《琵琶记》、《焚舟记》、《鸣凤记》等传奇106出，另收【劈破玉】、【挂枝儿】等晚明俗曲及酒令若干。《乐府万象新》分前后集，各四卷，据目录该书共收《渔樵记》、《浣纱记》、《窃香记》、《木梳记》等传奇单出117出，又有【太平歌】、【一封书】等俗曲多种。《大明天下春》现藏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仅存第四至第八卷，存《苏秦》、《荆钗记》、《三元记》等传奇97出，又收【楚江秋】、【弋阳童声歌】等俗曲以及明代下层社会流行的“江湖方言”、“通方俏语”等。李平教授认为，《大明天下春》从规模来看应为《群音类选》、《风月锦囊》之外最大的曲选。［26］《乐府玉树英》、《大明天下春》两种未标刊刻时间，但从各方面来看皆应为万历刊本，故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为书名影印出版。
《风月锦囊》以及大量晚明曲选的发现，对南戏研究的推进作用首先表现在南戏辑佚方面，其中尤以《风月锦囊》、《大明天下春》二书贡献最大。孙崇涛《〈风月锦囊〉中的传本戏文》、俞为民《〈风月锦囊〉所辑南戏佚曲述略》（《文献》1992年第1期）等文是都是利用《风月锦囊》进行南戏辑佚的论著。李平《流落欧洲的三种晚明戏剧散出选集的发现》一文则细致地考察了《大明天下春》中所存“过去未见著录”或“虽经前人记载，未见流传”的戏文、传奇单出。
《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等晚明曲选也为南戏声腔、演出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凭藉的资料。近些年来，有关南戏声腔研究的文著，如流沙《明代南戏声腔源流考辨》（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9）、班友书《古剧青阳腔》（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均得益于这些晚明曲选的发现。《风月锦囊》等曲选的发现，也为南戏版本、源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献，这一点在“荆”、“刘”、“拜”、“杀”以及《琵琶记》等剧目的考察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八十年代以来，所有关于南戏版本、源流等方面的研究都无法忽略《风月锦囊》等曲选的客观存在。
新发现对学术研究的推进是毋庸置疑的，这在20世纪的南戏研究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但我们不可能将学术研究的进步完全寄托于“新发现”，学术进步更关键的当是将“新发现”与传统文献进行融会贯通，以便重新审视“新发现”和“旧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南戏研究过程中相继涌现的新文献还有待于我们重新去考察、发问和“发现”。如果说南戏剧本皆为“世代累积型”作品，是“书会才人”的集体性创造，《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南曲九宫正始》等一向视为“宋元”的文献，但其真正属于“宋元”的成分有多少？从结构体制来看，南戏剧本一般为生旦离合结构的长篇作品，或二、三十出或三、四十出不等，而现存莆仙戏、梨园戏的“梨园钞本”则多为十出以下的短篇，所以莆仙戏、梨园戏的研究在思路上除却“活化石”或“宋元之旧”的角度，是否也应当有“历史变迁”的眼光？《风月锦囊》以及数量众多的晚明曲选，其文献价值实际并不局限于戏曲或南戏，单从戏曲或南戏的角度认识、察考这些曲选，我们是否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些曲选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些曲选中南戏单出或散出是促成了后来折子戏的产生，还是当时折子戏的客观反映？等等。从总体来看，我们对上述文献的认识大多仍处在初级层面的文献整理阶段，这些新文献本身提供的话题并没有被“说完”，其与传统文献或基础文献的结合，更有待于各方面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以便形成真正意义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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